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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根據理論與相關研究提出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

與復原力之模型，該模型假設個體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進而

影響個體的「復原力」。因此，研究者係針對臺灣地區 38 所公立國中共 434 位學習障礙學

生進行調查，並進行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來評鑑蒐集的資料是否適配本研究所提出之理

論模型。研究發現研究者所建構之理論模型得到驗證與支持，顯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透

過提升式希望感的作用，對復原力產生影響。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

未來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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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傳統上，心理學常將焦點集中於探索

個體之內在痛苦或缺陷，近年來，已轉為

關注於優勢能力以及內在療癒，著重於「健

康的催化」與「潛能的開發」(Seligman, 

1995, 1998)。在正向心理學的思潮之下， 

Luthans、Luthans 與 Luthans (2004)提出「心

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一詞，定義

心理資本為個體在發展某成果的過程中所

表現的正向心理狀態或心理資源，能透過投

資和開發使個體獲得競爭優勢。另外，

Luthans、Youssef 與 Avolio (2007)強調心

理資本是個體內在的核心要素，重要性遠

超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Luthans 與

Youssef (2007)也進一步指出擁有高心理

資本的個體具有責任感與自信心，即使事

情變得棘手，亦能持續尋找其他出路，若

有失意之時，高心理資本者也能快速跳脫

困境，再一次激發潛能，維持蓄勢待發狀

態。 

Luthans、Avolio、Avey 與 Norman 

(2007)認為心理資本係由四個面向構成，

包括：(1)自我效能感：個體擁有自信心，

能在面對挑戰性任務時，透過努力而獲得

成功；(2)樂觀：個體對現在或未來的成功

具有正向的意念；(3)希望感：個體能朝目

標前進，必要時也能調整目標以獲取成功；

(4)復原力：個體處於逆境時，能堅持下去、

超越現況而獲致成功。而依據 Bandura 

(1977)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理論指

出兩個期望，一種是「對結果的期望」

(outcome expectancies)，亦即個體是否相信

其特定的行為將導致特定的結果；另一種

是「對效能的期望」(efficacy expectancies)，

亦即個體是否有自信能達到期望的結果。

其中「對結果的期望」類似於徑路思維希

望，「對效能的期望」則類似於意志思維希

望(Snyder, 1995)，可知自我效能感應可納

入希望感的鉅觀概念之中。 

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 LD)為

特殊教育法所歸類的身心障礙十三類別之

一，目前為臺灣地區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

出現率頗高的一類，多安置在普通班，而

部分時間至輔導室資源教室接受特殊教育

服務，包含國文、英語、數學或社交技巧

等課程內容。學習障礙統稱因神經心理功

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知覺、

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問題，以致在聽、

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另外，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

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

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2）。進入青少年

時期後，孩子的一般發展原本便與兒童時

期很不一樣，且國中階段各方面似不若小

學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由於升學需要，有

一定比例的重心必須強調以課程內容為導

向，普通班大班教學方法也不見得適合其

優勢能力與興趣 (Blackorby & Wagner, 

1997)。學習障礙學生面臨障礙帶來的「學

業挫折」，又與「青少年特質」交互影響，

有可能帶來負面效應，如低自尊、低動機，

進一步造成人際互動或行為問題(Dohrn & 

Bryan, 1998; Lerner, 2003)。 

一般而言，個體的自我價值感會隨著

持續的挫折而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

學業方面，學習障礙學生雖然經歷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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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卻並非每位學習障礙學生都擁有較

低的自尊，有些學習障礙學生因為具有「樂

觀態度」與「復原力」，縱使遭遇挫折，亦

不影響其自信與自我價值感(Keogh, 2000; 

Luther, Cicchetti, & Becker, 2000)。而對發

展而言，學習障礙雖然是個危險因子，可

能削減自信、努力不懈的效能，但仍有許

多學習障礙學生表現在水平以上。Lerner 

(2003)指出許多成功的學習障礙人士身上，

皆可發現「復原力」的特質──雖然經歷

學業挫折或同儕拒絕，卻仍能維持高度的

自我價值感、樂觀態度與希望感，堅信自

己能跨越逆境與困難，獲致不錯成果。這

些學習障礙學生的高度自我效能感及成功

歷程令人鼓舞(Brown & Gerber, 1994)。 

許多學者曾著眼於學習障礙學生的社

會面向來提出「危險及復原力架構」，包括

自我瞭解、自尊(Cosden, Brown, & Elliott, 

2002)、友誼模式(Wiener, 2003)、孤獨感

(Margalit & Al-Yagon, 2002)。Cosden 等

(2002)認為運用危險及復原力架構做研究

能說明學習障礙學生的個別差異，亦能鑑

別正向、負向結果的相關因素，進而將研

究焦點置於探討學習障礙學生正向心理於

多元智慧的「優勢本位群體內分析」(streng- 

th based within-group method of analysis)，

而非侷限於學業困難補救教學的「群體間

缺陷導向模式研究」(deficit-oriented be-

tween-group model study)。 

Wong (2003)曾提出隨著危險及復原

力架構而起的幾項爭議，包括：(1)如何統

整現今研究與早期 Werner (1993a, 1993b)

及 Werner 與 Smith (1982, 1992, 2001)之縱

貫性研究，以及 1980 至 1990 年代學習障

礙學生之社會覺察與溝通研究；(2)測量

(measurement)問題；(3)學習障礙程度、性

別的研究有需要更具區別性；(4)應持續探

究學習障礙潛在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5)

危險或保護因子形成的過程或方式值得研

究；(6)實際療育的研究本質為何。Wong

也進一步針對學習障礙學生的社會議題提

出危機與復原力架構，強調日後研究應以

「復原力」為主軸，可深究學習障礙學生

特有的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以找出學習

障礙學生具有個別性之保護機制。Bryan 

(2003)、Cosden (2003)、Margalit (2003)與

Wiener (2003)等人回應 Wong 的論點，贊

同探究學習障礙學生的發展，將有助於理

解個體正向與負向的發展模式。 

傳統研究大多注重於學習障礙學生的

缺陷障礙特質及低落學科的補救教學，因

此，本研究欲由另一角度著眼，依據正向

心理資本觀點，將正向心理資本內涵加以

歸納、縮減為三個構念，包括「樂觀解釋

風格」、「希望感」與「復原力」，並以復原

力為主軸，視個體正向心理資本為保護因

子，個體學習障礙特質則為危險因子。研

究者再依據其他研究者的建議以學習障礙

學生為樣本（駱月娟、黃囇莉、林以正、

黃光國，2010；Park & Helgeson, 2006），

欲探討學習障礙學生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

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試圖瞭解與建構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

力的互動關係之理論模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望能在實務面上，瞭解影響

學習障礙學生復原力之保護因子以提出建

議給輔導工作者與特殊教育教師參考；而

在學術面上，期望能針對解釋風格、希望

感與復原力之理論建構提供實徵性證據。 



˙4˙ 特殊教育學報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

主要研究目的有二： 

1. 瞭解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

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現況。 

2. 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

與復原力之中介模型理論架構。 

貳、文獻探討 

迄今對於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

希望感與復原力仍尚無公認一致的分法，

因此進行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

感與復原力之定義與內涵之探討，以及闡

述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

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理論模型之建構。 

一、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定義與內涵 

解釋風格(explanatory style)，或稱為

歸因風格(attributional style)，是一種個體

對於解釋事件習慣方式的認知特徵

(Peterson & Seligman, 1984; Pintrich & 

Schunk, 2002)，其概念起源係基於 Seligm- 

an 於 1960 年代時進行的「習得無助感」

(learning helplessness)研究，係指「在面對

涉及自我的正向事件與負向事件結果，提

出習慣性解釋的個人傾向」 (Peterson, 

Buchanan, & Seligman, 1995)。而解釋風格

主要係涉及以下三種向度，包括(1)「內在

化」（我）對「外在化」（其他人）、(2)「一

般性」（它影響我生活的許多層面）對「特

定性」（它只影響我生活的一個層面）、(3)

「永久性」（持續很久）對「暫時性」（暫

時的）(Ho, Chu, & Yiu, 2008)。 

Abramson、Seligman 與 Teasdale (1978)

指出習得無助感研究結果的應用在推論上

遭遇兩個問題：其一為並沒有辦法解釋同

處於無法控制的情境中，為何卻只有某些

人會產生習得無助的情形；其二則是無法

解釋習得無助感何時具普遍性、何時具特

定性、何時具長期性以及何時具短暫性。

Seligman 、 Abramson 、 Semmel 與 von 

Baeyer (1979)認為個體覺知行為與結果無

關的預期(expectancy of response-outcome 

independence)，並不一定會形成無助感，

而是當個人無法控制事件失敗原因歸因於

內在化、永久性與一般性的因素時，才會

容易形成習得無助感的產生。而樂觀與悲

觀的觀點逐漸顯示出人們慣性思考生活事

件「成因」的角度，譬如當人們歸納自己

所犯的問題是外在化、暫時性與特定性的

成因，而非內在化、永久性與一般性的成

因時，會較傾向於樂觀解釋風格。 

Seligman、Reivich、Jaycox 與 Gillham

曾於 1995 年指出解釋風格理論往往被視

為是一個樂觀模式，將一個樂觀的人界定

為傾向把負向事件成因視為是外在化、暫

時性與特定性的成因（引自 Ho et al., 

2008）。Mezulis、Abramson、Hyde 與 Hankin 

(2004)研究也指出「自利歸因謬誤」

(self-serving attributional bias)會使個體對

於正向事件比負向事件更傾向於做內在、

永久與一般性的歸因。因此，樂觀解釋風

格被視為擁有自利歸因謬誤，傾向以外在

的、不穩定的和特定的原因來解釋負向事

件，或是用內在的、穩定的和整體的原因

來解釋正向事件，並被研究證實樂觀解釋

風格者擁有較少的精神病症狀(Jolley et al., 

2006)。 

但是需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卻往

往有些負向思考反而具備正向的能量。一

般而言，樂觀往往會帶來正向的結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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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會帶來負向的結果，但防衛型悲觀

(defense pessimism)則是一種反例，因為其

特徵是負向的預期想法與負向情緒卻產生

正向的結果，透過悲觀與焦慮轉化成具建

設性的能量，避開可能遭遇之困境，進而

提高信心，感覺比較能夠控制情況，而提

高成功的機會（李政賢譯，2011）。另外，

研究也指出樂觀必須符合現實，才有可能

發揮正向的效應(Schneider, 2001)，因此務

實樂觀與不務實樂觀之區別，以及評估個

體處境的現實狀況，也會導致樂觀產生正

向或負向的效應及影響程度。可知從防衛

型悲觀與不務實樂觀之研究結論，確實顛

覆了「樂觀一定導致正向結果，悲觀則一

定導致負向結果」的傳統二分結論。 

因此，樂觀解釋風格可能會促使個體

相信自己的行為會影響結果，即使不好事

件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是偶然的，能在較

短時間內擺脫沮喪的情緒；相反的，悲觀

解釋風格可能會促使個體相信自己是無助

的，無論做任何事情都不會成功，並且認

為不好事件會重複發生在自己身上，造成

行為動機大幅降低(Cropley & MacLeod, 

2003; Peterson & Park, 1998)。而悲觀解釋

風格係指傾向用內在化、穩定性和一般性

的原因來解釋負向事件，或是用外在化、

暫時性和特定性的原因來解釋正向事件

(Kamen & Seligman, 1987)。 

Peterson 等(1982)曾編擬「歸因風格問

卷」(The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ASQ)，後續 Peterson 與 Villanova (1988)

亦編擬出「擴充版歸因風格問卷」(the 

Expanded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EASQ)。樂觀解釋風格原始模型似乎只涉

及人們對於負向事件的反應方式(Seligman 

et al., 1984)，而 EASQ 也沒有測量面對正

向事件的解釋風格，但若是僅僅根據個體

對負向事件時的解釋方式來定義樂觀，似

乎並不太適當(Norem & Chang, 1997; Pe-

terson, 2000; Snyder, 1995)，因為樂觀解釋

風格應該是人們預期未來會有好的事情，

所以可以預測未來會有正向的結果以提高

其適應能力，因此當評估解釋風格時，可

能需要考量將正向事件納入方程式當中

(Park & Helgeson, 2006)。 

Bunce 與 Peterson (1997)也指出在習

得無助感的理論中，並沒有針對正向事件

的解釋風格提出理論上的價值，絕大多數

實徵研究均僅關心個體對負向事件的解釋。

此外，研究也指出在一個重要生活事件之

後，擁有較高樂觀水準（被視為對於正向

事件有高度期待）的個體，比起那些擁有

較低樂觀水準的個體具有更高的復原力，

但是在悲觀水準（被視為對於負向事件有

高度期待）方面則並沒有相同的結果(Ho, 

et al., 2008; Kivimaki et al., 2005)，亦即面

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論點可能會比面對

負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論點，能夠發揮出更

重要效果與更有價值性。因此，本研究依

據上述研究建議，擬將焦點著重於正向事

件解釋風格之探討，認為學習障礙學生的

解釋風格應考量面對正向事件時解釋風格

之探討，才能更準確詮釋解釋風格之內

涵。 

二、提升式希望感定義與內涵 

希望感是個人如何面對生活的一種性

格，通常被定義為對某件事或環境充滿期

待與慾望(Elliott, Knight, & Cowley, 1997; 

Kashdan et al., 2002)。隨著時間改變，希

望感變成類似特質的狀態，且基於個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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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有價值目標時，所形成對於自我能力

的知覺(Snyder, Shorey, & Berg, 2004)。希

望感是一種認知思考模式，既是跨越情境

的狀態，也是一種類似特質的概念，在特

定情境之下個體會出現達成目標的知覺能

力，以及產生方法來達成目標 (Snyder, 

2002)。 

Shang (1994)也指出人們在表達個體

的希望時，有些人將希望視為一種認知或

想法，有些人則從情感角度來解釋，也有

些人認為希望是行為的動機。Snyder 等

(1991)擴大了 Stotland 將希望感視為認知

架構之觀點，加入目標導向概念，將研究

重心從傳統的「動機」轉為「希望」，並指

出不論是兒童或成人的希望感，均是目標

導向的認知過程。黃致達(2008)將 Snyder

的希望感理論定義為：個體為立下目標，

並斟酌自身「是否能達成該目標」的意志

認知思維，以及覺察自身是否有能力「尋

求途徑達成目標」的一種認知思維，由這

兩種認知思維交互作用，產生的心理認知

機制，即稱為「希望感」。

希望感可增進兒童對自我及未來的樂

觀，促進其邁向所欲結果的具體行動

(Hagen, Myers, & Mackintosh, 2005)。希望

感理論中的目標思維、意志思維和徑路思

維，其三者間的互動關係環環相扣且極為

緊密。希望感的三個要素內涵，分別為(1)

「目標思維」(goal thinking)：能夠規劃出

清楚目標的能力；(2)「意志思維」(agency 

thinking)：自信自己有能力理解情況或達

成目標，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正向動機信念

之能量與信心，能引導個體不斷前進以達

成目標；(3)「徑路思維」(pathways thinking)：

達成目標（由所在地 A 到目的地 B）的積

極策略或能力，亦即有信心可以找到達成

理想目標的途徑，若遭遇障礙，也可以找

到突破障礙的其他替代出路 (Lopez, 

Snyder, & Pedrotti, 2003; Snyder, 1994)。而

希望感之提升，必須要能同時具有充足的

意志思維與清楚的徑路思維兩部分才有可

能(Westburg, 2003)，亦即方法途徑和意志

力並非兩個分割獨立的領域，兩者應該是

密不可分且缺一不可的交互作用，因此學

者曾將希望感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來輔

以說明，亦即「希望感=意志力+方法途徑」

(Hope = Agency + Pathways) (Snyder, 2000)。 

駱月娟等(2010)從華人本土心理學觀

點，反思說明東方文化中的希望感則較強

調以失敗與困頓之後所產生的柔性堅持力

量，稱之為「寧靜盼望」；而 Snyder 等(1991)

所提出強調正向成功感受之希望感，涉及

以未來成功想像來激勵個體意志力與解決

途徑，稱之為「提升式盼望」。據此可知，

「提升式希望感」此一名詞相較於傳統所

謂的「希望感」一詞，似乎更能明確地表

達出面對正向事件時的積極希望層面。因

此本研究主要採取 Snyder 等(1997)強調西

方特質論的意志與徑路特質之提升式希望

感面向，視學習障礙學生提升式希望感為

依據情境與領域不同，具有領域特定的特

質狀態，嘗試進一步深入學習障礙學生面

對正向事件時其提昇式希望感之探討，以

更瞭解學習障礙學生的提升式希望感之內

涵與影響因素。

三、復原力定義與內涵

復原力係指即使經歷重大逆境，嚴重

威脅到個體的發展，個體卻能夠維持正向

適應的現象(Luther et al., 2000)。Bonanno 

(2004)指出在臨床心理學當中，傾向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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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復原力」反應，在發展心理學當

中則強調長期「復原」(recovery)反應，而

「復原力」與「復原」之間是兩種各自殊

異的反應型態。復原力涉及個體常態身心

機能之混亂，時間不會超過數個星期，在

混亂之後會回復到相對平穩而健全的身心

機能水準，亦即復原力的特徵是在相對短

期的時間內，就從負向經驗彈跳回來（李

政賢譯，2011）。 

復原力是多方面的能力，能使個人、

團體或社會預防、減低或克服逆境可能導

致的負面結果(Grotberg, 1995)，也就是

Masten (2001)所稱「平凡人的神奇力量」

(ordinary magic)。復原力的定義會隨生命

階段而調整，因為復原力是危險因子與個

人因子、家庭因子或環境的保護因子相互

影響以達到適應平衡的動態過程(Tusai & 

Dyer, 2004)。目前針對復原力的影響因素

多採取雙因子論點，亦即視復原力為「危

險因子」 (risk factor)與「保護因子」

(protective factor)之間交互作用的動態歷

程。 

在危險因子方面，Keogh 與 Weisner 

(1993)將危險因子視為阻礙或威脅孩子正

常 發 展 的 負 面 或 潛 在 負 面 狀 況 ，

Spekman、Herman 與 Vogel (1993)則認為

危險因子即具有危害性的情況，足以提高

負面結果的出現率，這些因子包含個人本

身的內在特質與家庭、學校及社區環境等

外在特性，而高危險群孩子通常長期受到

不只一項危險因子的影響 (Morrison & 

Cosden, 1997; Wiener, 2003)。而危險因子

的個人特質包括許多內隱成分，包括：(1)

先天易受傷性 (constitutional vulnerabil-

ity)：包括心理及生理健康相關問題，而生

理缺陷如先天的障礙或感官缺陷（如肢體

障礙、學習障礙、聽覺障礙）亦有可能影

響心理適應；(2)早期行為表現：如容易羞

怯、情緒處理不佳、人際困難、自我中心、

無法適當表達自己、低自尊、過動、缺乏

自信等；(3)負面經驗造成的挫折感或疏

離：如失敗感、絕望感、憂鬱、自殺、難

以與他人正面積極互動或建立親密關係、

易受負面同儕壓力影響等。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個危險因子都

會對個人產生負面結果。Werner (1993b)

曾在夏威夷考艾島(Kauai island)進行長達

32 年的縱貫性研究，研究島上出生的 660

名嬰兒的發展，其中約有兩百多名嬰兒承

受多重危險因子，如生產前後問題、家庭

社經地位不佳、教育水準低落、父母精神

性或遺傳性疾病、家庭情感功能不彰等，

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多重危險因子似乎可預

測之後的不良發展，卻仍有三分之一的兒

童並未出現負面影響，亦即身心發展健全。

因此，危險因子並「不一定」會對個體產

生負面影響，許多因素間複雜的互動都可

能影響最終適應結果。 

在保護因子方面，Christle、Jolivette

與 Nelson (2000)指出復原力為內在保護因

子（個人）與外在保護因子（家庭、學校、

社區）的作用，使人在逆境中仍保有精神

與力量的回復能力。Dyer 與 McGuinness 

(1996)亦指出復原力是高度受保護因子影

響的動態過程，能協助人們從挫折中恢復

並持續原本的生活。 

Grotberg (1995, 2001)認為復原力的

保護因子並非自行發展，必須仰賴家長、

老師等成人的教導及協助，且其來源可歸

納為三項：「外在支持和資源」、「個人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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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與「社交及人際技巧」，可分別以

「我有」(I have)、「我是」(I am)與「我能」

(I can)的概念來代表。其中，屬於個人內

在的力量（我是），包括感覺、態度與信念，

可更細分為自尊、希望、勇敢、同理心、

被愛感、成就取向、內控能力等；至於社

交及人際技巧（我能）主要則是經由與人

互動學習而來的技巧，如幽默、溝通、思

考、創造力、問題解決、衝動控制、社交

與因應技巧。這些保護因子可能是個體天

生擁有這些特質，亦可能經由後天學習得

來。 

因此，復原力是會隨個人的身心發展

階段而調整，其定義係隨生命階段而調整，

亦即復原力是危險因子與個人因子、家庭

因子或環境的保護因子相互影響以達到適

應平衡的動態過程(Tusai & Dyer, 2004)。

綜合上述，復原力的重要內涵應該涉及個

體的個人內在力量與社交人際技巧，包括

面對挑戰、情緒調適與精神意念等向度皆

是構成個體復原力的重要因素。 

四、學習障礙學生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

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模型建構 

復原力內涵之探討，需考量不同的研

究對象屬性及所屬發展階段而有所調整

(Grotberg, 1995; Tusai & Dyer, 2004)。

Spekman、Goldberg 與 Herman (1993)指出

學習障礙學生常會因「學習障礙」所衍生

的負向發展結果而置身危險情境，例如因

為低自尊或缺乏社交技巧而遭遇同儕排擠

甚至霸凌等，而這些危險情境更是影響學

習障礙學生未來成人生活適應的「危險因

子」。而「學習障礙」本身即是一種危險因

子，一個伴隨「學習障礙」的個體，等同 

 

於處於危險情境下的高危險群個體(Miller, 

2002; Wiener, 2003)。 

Miller 與 Fritz (1998)指出「重建」

(reframe)學習障礙經驗是一種由內而外的

改造歷程，希望學習障礙學生能用更有建

設性且正向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學習障礙」

所導致的生命經驗；這種內在認知觀點的

改變到外在行為反應的變動歷程，更是學

習障礙學生建構「復原力」的重要機制。

而學習障礙也會結合其他因素（努力、堅

持、自我覺察等），對個體生活適應造成影

響，因此不能只用單純的障礙因素來預測

個體的適應結果，復原力需同時著重學習

障礙學生內外在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所產

生複雜交互作用之關聯 (Margalit, 2003; 

Meltzer et al., 2004; Morrison & Cosden, 

1997)。 

樂觀有助於個體產生正向的經驗，包

括認知、情緒與動機的成分，樂觀的個體

有較好的心情、較高的挫折容忍力，且有

較佳的生理健康(Peterson & Steen, 2002)。

相反的，憂鬱症狀可能會隨著悲觀解釋風

格而日漸增加(Golin, Sweeney, & Schaeffer, 

1981; Seligman et al., 1988)。樂觀解釋風格

與較佳的復原力相關，即使遭遇負面回饋

亦 能 預 期 較 佳 表 現 (Seligman, Nolen- 

Hoeksema, Thornton, & Thornton, 1990)。 

悲觀解釋風格者因為覺得正向事件則

是偶然發生的，負向事件則會在不同時間

與場合持續發生，傾向認為未來是「難以

控制」的，因此對於改變未來是無望的，

具備較低的希望感，因而面對挑戰時也很

消極(Kamen & Seligman, 1987)，而且悲觀

解釋風格的人可能因為「順其自然」

(whatever will be)，因而容易忽視其生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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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Peterson, 1988)，同時也是憂鬱

症的高危險群(Seligman et al., 1979)。 

希望感與勇氣及樂觀等正向積極的心

態，是很重要的內在心理能量，可用來保

護人們免於罹患心理疾病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研究也發現高危

險群兒童的希望感也和沮喪症狀具有負相

關(Stark & Boswell, 2001)。高度希望感個

體擁有較佳的心理調適能力(Kwon, 2002)，

在面對壓力情境時，希望感較高的個體之

壓力容忍力較高，也有較佳的因應策略。

身體的恢復力較強，且較不會有工作的倦

怠感；相反的，希望感較低的個體對於壓

力的容忍力較弱，也較常會逃避壓力，較

不會照顧自己，也容易感到疲倦，一旦受

到傷害就會感到沮喪且不容易恢復

(Snyder, 1994)。Snyder 等(2004)認為唯有

厚植希望感，才能幫助個體與遇到逆境時

產生的憂鬱抗衡。 

Sorensen 等(2003)針對學習障礙學生

日益增多的社會心理調適問題做兩年的縱

貫性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內外在保護因子

對於學生的課業技巧僅有小幅改善，但卻

對心理社會結果有正向影響，因此對學習

障礙學生來說雖然學業困難持續存在，但

周遭環境與保護因子對其心理社會調適之

復原力的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樂觀解釋風格被視為擁有「自利偏誤」

(self-serving bias)，傾向以內在的、穩定的

和整體的原因來解釋正向事件，被證實擁

有較少的精神病症狀(Jolley et al., 2006)，

也與較高動機、生理幸福感與較少沮喪症

狀相關(Buchanan, 1995)；悲觀解釋風格則

相信正面事件是由於外在、不穩定、特定

的成因導致，這種悲觀解釋風格可能引起

「無希望感」(hopelessness)，連帶造成許

多無希望感的沮喪症狀(Abramson, Alloy, 

& Metalsky, 1995; Lakdawalla, Hankin, & 

Mermelstein, 2007)。據此，綜合上述的理

論與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提升式希

望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的影響

之間扮演著中介變項的角色，直接或間接

影響個體復原力效能之展現。 

參、研究方法 

分別就研究設計及研究架構、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與分析加以說明。 

一、研究設計 

依據文獻歸納與整理後，除了正向事

件解釋風格可能直接影響復原力之外，提

升式希望感也可能是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

復原力間的中介變項，包括兩種可能的中

介模型，第一種是「部分中介」模型，在

此模型中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會直接影響

復原力，也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間接影響

復原力；第二種是「完全中介」模型，在

此模型中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並不直接影

響復原力，而只是透過提升式希望感來間

接影響復原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三種不

同的模型，如圖 1 所示，目的在檢驗提升

式希望感是否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

力之間扮演著中介角色。 

二、研究對象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囿於學習障礙學生樣本抽取與

施測不易，因此預試調查樣本以普通學生

為對象，正式調查樣本則以學習障礙學生

為對象。預試抽樣方式為立意抽取新竹縣

五所公立國民中學，以班級為抽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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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A：直接效果模型        B：部分中介效果模型          C：完全中介效果 

圖 1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理論的三個假設模型。 

註：PES 表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EHP 表示提升式希望感；RS 表示復原力。 

 

每所學校選取七、八、九年級各一班，總

計抽取 15 班普通學生共計 431 人。除採取

整列剔除法(listwise)刪除內容填答不完整

（如題目中有任一題以上未答或漏答），以

及具有明顯反應心向（如題目傾向全部勾

選某一數字或循環式 S 型作答）之無效問

卷，此外對於普通班級內特殊學生填答之

問卷亦予以剔除，預試問卷有效樣本共計

394 人，樣本有效回收率為 91.42%。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各縣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學習

障礙之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使正式調查樣

本具有代表性，本研究正式問卷的研究樣

本，係依據臺灣地區北部（基隆市、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

宜蘭縣）、中部（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南部（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公立國民中學

學習障礙學生之人數比例進行縣市地區分

層，再依照設有不分類身心障礙資源班及

巡迴資源班的學校為隨機抽樣叢集，選取

該校全部學習障礙學生進行研究調查，各

校學習障礙學生人數介於 5 人至 31 人之

間。 

施測期間委請各校特殊教育教師針對

識字或閱讀理解困難之學習障礙學生輔以

口頭報讀與解釋題意之服務，藉由國中學

生生活經驗調查為名，以無具名方式進行

填寫，總共抽取 38 所學校共計 480 位學習

障礙學生作為正式調查樣本，剔除無效問

卷後，最終正式問卷有效樣本共計434人，

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0.42%。其中北部學生

有 174 人（佔 40%），中部學生有 129 人

（佔 30%），南部學生有 131 人（佔 30%），

採用卡方適合度檢定正式施測階段的學習

障礙學生樣本與母群體各區人數的百分比

未達顯著差異，如表 1 所示。 

至於正式施測樣本背景變項資料之分

析，在性別方面，男生有 324 人（佔 75%），

女生有 110 人（佔 25%）；在年級方面，

七年級學生有 104 人（佔 24%），八年級

學生有 167 人（佔 38%），九年級學生有

163 人（佔 38%）；在特殊教育服務方面，

接受資源班服務學生有 405 人（佔 93%），

未接受資源班服務學生有 29 人（佔 7%）； 

PES RS 

EHP

RS PES

EHP 

RS 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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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母群體與正式施測樣本各區人數百分比一致性之檢定 

區域 母群體各區人數與百分比 樣本各區人數與百分比 χ2 df p 值 

北部 3,006 人 (39%) 174 人 (40%) .66 2 .720 
中部 2,187 人 (29%) 129 人 (30%)    
南部 2,452 人 (32%) 131 人 (30%)    

總計 7,645 人(100%) 434 人(100%)    

 

在家庭社經地位方面，高家庭社經地位學

生有 34 人（佔 8%），中家庭社經地位學

生有 101 人（佔 23%），低家庭社經地位

學生有 299 人（佔 69%）。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量表主要有三個部分，

分別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

與復原力，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正向事件解釋風格 

關於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測量，係參

考高民凱(2001)的「中學生解釋風格量表」

與 Peterson 等(1982)的「解釋風格歸因問

卷」(ASQ)等研究工具，以「正向事件個

別性」、「正向事件恆久性」與「正向事件

普遍性」三個層面共 10 題進行測量。在「個

別性」分量表中，正面事件的題目包括「玩

遊戲贏了」、「跑步比賽贏了」；而在「恆久

性」分量表中，正面事件的題目包括「受

到朋友讚美」、「領到一張獎狀」、「同學請

我吃糖果」、「零用錢增加」；至於「普遍性」

分量表中，正面事件的題目包括「畢業時

有人送花給我」、「朋友變得比較多」、「心

情突然變好」、「最近身體很健康」。 

填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之型式，

其中「個別性」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對正

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越傾向於內在化（歸因

於個體因素），得分越低則表示解釋風格越

傾向於外在化（歸因於環境因素，如運氣、

機會或命運）；「恆久性」向度得分越高，

代表對正向事件的解釋風格越傾向於穩定

性（歸因於長久或定期持續重複發生的因

素），得分越低則表示解釋風格越傾向於暫

時性（歸因於短暫或斷續發生的因素）；「普

遍性」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對正向事件的

解釋風格越傾向於一般性（歸因於跨情境

的因素），得分越低則表示解釋風格越傾向

於特定性（歸因於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

會出現的因素） (Peterson et al., 1984; 

Seligman, 1998)，因此，三個基本分量表

整體分數越高表示越傾向於樂觀解釋風格。

經預試樣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出正式

量表 10 題，其中包括正向事件個別性、正

向事件恆久性與正向事件普遍性分量表之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依序為.78、.75、.76，

總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72，顯示量表在

測量上具有不錯的穩定性。 

（二）提升式希望感 

關於提升式希望感的測量，係參考敬

世龍(2010)的「中學生希望感量表」與

Snyder 等(1997)的「兒童希望感量表」(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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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Hope Scale, CHS)等研究工具，

以「意志思維希望」、「徑路思維希望」兩

個層面共八題進行測量。在「意志思維希

望」分量表中，題目包括「我充滿活力地

追求我的目標」、「過去的美好經驗讓我對

未來做好萬全準備」、「我覺得目前的生活

相當成功」、「我能夠達到自己所設定的目

標」；而在「徑路思維希望」分量表中，題

目包括「任何問題都有許多解決的方法」、

「我可以想到許多方法獲得生活中的美好

事物」、「即使當大家都氣餒時，我知道我

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會想許多方

法來讓大家可以一起開心過生活」。 

填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之型式，

其中「意志思維希望」向度得分越高，表

示其意志思維希望感越高，反之則較傾向

於越低的意志思維希望感；「徑路思維希望」

向度得分越高，表示其徑路思維希望感越

高，反之則較傾向於越低的徑路思維希望

感。經預試樣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出

正式量表八題，其中意志思維希望與徑路

思維希望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依

序為.70、.66，總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77，

顯示信度值屬於良好的範圍。 

關於復原力的測量，係參考詹雨臻、

葉玉珠、彭月茵與葉碧玲(2009)的「青少

年復原力量表」以及 Connor 與 Davidson 

(2003)的「Connor-Davidson 復原力量表」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等研究工具，以「面對挑戰」、「情

緒調適」、「精神意念」三個層面共八題進

行測量。在「面對挑戰」分量表中，題目

包括「別人對我的看法，不會讓我感到充

滿壓力」、「我能夠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各種

改變」、「我能夠處理讓我不舒服的感覺」；

而在「情緒調適」分量表中，題目包括「我

能夠以幽默方式，來看待很嚴肅的事情」、

「面對不確定的狀況，我還是能夠很自在

放鬆」；至於在「精神意念」分量表中，題

目包括「我覺得事情發生總是有它的理由」、

「我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我對自己很

有自信」。 

填答方式採 Likert 四點量表之型式，

復原力各向度與整體得分越高，表示其復

原力越高，反之則較傾向於越低復原力。

經預試樣本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編製出正式

量表八題，其中問題解決、面對挑戰、情

緒調適與精神意念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

度係數依序為 .64、 .70、 .68，總量表

Cronbach’s α值為.74，表示量表在測量上

具有相當不錯的穩定性。 

四、實施流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係採取「中介模型」探討正向

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變

項之間的關聯性，並試圖建構三個變項之

間的理論模型。研究主要以結構方程式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

資料分析與驗證假設，並在驗證研究假設

之前，先對測量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確認

潛在變項可以被有效的衡量，待得到良好

的測量模型後，再進行結構模型分析（余

民寧、鍾珮純、陳柏霖、許嘉家、趙珮晴，

2011）。此外，估計中介模型效果之前，必

須先估計直接模型效果，假設具有顯著的

直接效果，將可接著對中介模型進行估計

(Hoyle & Smith, 1994)。 

因此，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逐一檢查

問卷之填答情形，刪除廢卷、作答不齊以

及有明顯反應心向者後，將原始資料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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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登錄於電腦上建立資料檔，再以 SPSS

與 LISREL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與

模型適配度考驗。 

肆、結果與討論 

一、觀察變項常態性檢定與模型估計方法

選擇 

首先針對樣本資料進行篩檢，檢視蒐

集資料是否為常態分配，以作為估計方法

的選擇依據，八個測量變項的相關係數、

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數值，如表

2 所示。依據 Curran、West 與 Finch 於 1996

年採用蒙地卡羅(Monte Carlo)模擬方法之

研究，認為偏態係數介於2.00到3.00之間，

且峰度係數介於 7.00 至 21.00 之間時，資

料可以被認定為具有中等嚴重程度地偏離

常態分配；而當偏態係數大於 3.00 以上，

且峰度係數大於 21.00 以上時，資料可以

被認定為相當地偏離常態分配（引自余民

寧，2006，頁 194）。因此由 Curran 等人

的標準來看，本研究正式量表中各個觀察

變項的偏態係數介於絕對值.06 至.60 之間，

峰度係數介於絕對值.00 至.61 之間，因此

整體而言並沒有偏態與峰度問題，亦即本

研究資料符合常態分配，因此接下來的結

構模型分析採取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作為估計參數的方法。 

表 2 

所有測量變項的相關係數、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 

變項 X1 X2 X3 Y1 Y2 Y3 Y4 Y5 

X1 1        

X2 .16** 1       

X3 .17** .40** 1      

Y1 .21** .35** .26** 1     

Y2 .13** .27** .19** .49** 1    

Y3 .11* .14** .17** .35** .37** 1   

Y4 .08* .17** .14** .29** .27** .42** 1  

Y5 .13** .19** .16** .48** .43** .55** .49** 1 

平均數 2.69 2.52 2.49 2.94 2.97 2.87 2.78 3.02 

標準差 .72 .62 .58 .60 .61 .61 .73 .62 

偏態 -.16 -.06 .22 -.57 -.60 -.33 -.32 -.56 

峰度 -.36 -.33 -.14 .61 .34 .17   .00 .33 

註：X1－X3 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測量變項，依序是正向事件個別性、正向事件恆久性、

正向事件普遍性；Y1－Y2 為提升式希望感的測量變項，依序是意志思維、徑路思維；

Y3－Y5 為復原力的測量變項，依序是面對挑戰、情緒調適、精神意念。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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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模型估計結果 

在驗證本研究理論模型之前，研究者

必須先對本研究測量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

分析，目的在於確認潛在變項能夠被有效

的測量。此測量模型有八個測量變項，分

別用來推估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

望感與復原力等三個潛在變項，而在測量

模型中所有潛在變項都被允許和另一個潛

在變項相關。本研究使用LISREL 8.72版，

以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估計，分析結果得

到良好的適配度，χ2 = 16.83，df = 17，

RMSEA = .000，p = .47，顯示理論模型與

觀察資料達良好適配。 

圖 2 為本研究的測量模型圖，此測量

模型中八個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除正向

事件個別性稍低之外，其餘因素負荷量介

於.56－.84，t 值則介於 4.86－17.83，均

達.001 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整體問卷題

目的測量品質尚稱良好，測量指標有良好

的聚斂效度。研究之測量工具的內部一致

性信度、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

tracted, AVE)指標如表 3 所示，正向事件解

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潛在變項

之組合信度依序為.53、.66、.74，大致符

合 Fornell 與 Larcker (1981)建議潛在變項

之 CR 值應達到.60 以上之標準；至於潛在

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除正向事件解釋風

格較低外，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的 AVE

值依序為.49、.50，並未符合 Bagozzi 與 

 

 

 

 

 

 

 

 

 

 

 

 

 

 

 

 

χ2 = 16.83, df = 17, p-value = .47, RMSEA = .000 

 

圖 2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測量模型圖（標準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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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測量模型之信度、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構念 內部一致性信度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PES) .72 .53 .29 
提升式希望感(EHP) .77 .66 .49 
復原力(RS) .74 .74 .50 

 

Yi (1988)建議潛在變項之 AVE 值宜超

過.50 之標準，顯示雖然試題並未能完全有

效反應潛在變項，這些試題僅足以測得

29%到 50%所建構的變異量，表示此模型

的內在品質未臻理想。 

此外，本研究三個潛在變項彼此間都

有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的絕對值介於.37

－.76，t 值的絕對值則介於 5.57－16.80，

均達.001 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後續將

以此測量模型來考驗理論的結構模型。 

三、結構模型的估計結果 

為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提升式希

望感與復原力的影響，本研究假設正向事

件解釋風格會影響個體的提升式希望感，

進而影響復原力的效能，依據這個假設建

立三個假設模型，並以結構方程式模型來

考驗變項間的路徑關係，請參閱圖 1 的理

論模型。本研究以 434 位國中學習障礙學

生作為觀察樣本，進行模型的建構與評

估。 

本研究採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sta-

tistic test)、均方根近似誤(RMSEA)、適配

度指標(GFI)、非正規適配指標(NNFI)、比

較適配指標(CFI)、精簡適配度指標(PGFI)、

精簡正規化適配指標 (PNFI)與穩定的

Akaike 訊息效標(CAIC)等指標作為判斷

依據。其中，卡方考驗未達顯著，表示模

型具有良好的適配度，另外則以 RMSEA

指數小於.08、SRMR 指數小於.05、GFI

指數大於.90、NNFI 指數大於.90、CFI 指

數大於.90 等數值，作為模型適配的判斷標

準（余民寧，2006）。經檢定後，本研究三

種不同模型分析結果之相關模型適配度指

標值，如表 4 所示。 

（一）模型 A：直接效果模型 

模型 A 是一種直接效果模型，本研究

根據 Hoyle 與 Smith (1994)的方法，在估計

潛在中介變項（提升式希望感）的效果前，

需先估計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

格）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直接效

果，亦即直接效果模型係假定正向事件解

釋風格可對復原力造成直接的影響。 

模型 A 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結果

如圖3所示，χ2 = 3.11，df = 8，RMSEA = .000，

p = .93，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達良好

適配。結果亦顯示在不考慮提升式希望感

的情況下，從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直接影響

復原力的效果值為.38，t 值為 5.09，達.001

顯著水準，表示接續估計中介模型是有意

義的。至於本模型中所有標準化數值均達

顯著，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格」

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解釋變異量

(R2)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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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種結構模型整體適配度考驗與卡方差異檢定摘要表 

模型 χ2 df RMSEA SRMR GFI NNFI CFI PGFI PNFI CAIC 

模型 A： 
直接效果 

3.11  8 .000 .016 1.00 1.02 1.00 .38 .53 95.06

模型 B： 
部分中介效果 

16.83 17 .000 .025 .99 1.00 1.00 .47 .60 151.21

模型 C： 
完全中介效果 

19.95 18 .016 .027 .99 1.00 1.00 .49 .63 147.26

模型比較 △χ2 △df  
部分 vs.完全 3.12** 1  

註：精簡適配度指標 PGFI 值越大越好；PNFI 值越大越好；CAIC 值越小越好。 

**p < .01 

 

χ2 = 3.11, df = 8, p-value = .93, RMSEA = .000 

 

圖 3 模型 A 直接效果模型的結構模型圖（標準化解）。 

（二）模型 B：部分中介效果模型 

根據本研究的理論假設，提升式希望

感可能是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

的中介變項。模型 B 是一種部分中介效果

模型，表示提升式希望感部分中介正向事

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亦即部分中介效果

模型係假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之

影響可區分為兩種，其一為正向事件解釋

風格對復原力之直接影響，其二則為正向

事件解釋風格透過提升式希望感（中介變

項）對復原力造成的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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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B 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結果如

圖 4 所示，χ2 = 16.83，df = 17，RMSEA 

= .000，p = .47，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

達良好適配。比較直接效果模型與部分中

介效果模型之結果，發現部分中介效果模

型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的直接效

果不但由正值轉為負值，且直接效果並未

達顯著（直接效果值為-.20，t = -1.69，p 

> .05）。就學理而言，部分中介效果模型成

立的條件需要求所有徑路上的係數皆須達

顯著(James, Mulaik, & Brett, 2006)，因此

就統計上的意義而言，代表提升式希望感

似乎並非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的

關係中扮演著部分中介的角色，而較傾向

於完全中介的角色。至於本模型中僅由正

向事件解釋風格到復原力的直接效果未達

顯著，其餘標準化數值則均達顯著，潛在

預測變項「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潛在中

介變項「提升式希望感」的解釋變異量(R2)

為.41，對潛在結果變項「復原力」的解釋

變異量(R2)則為.60。 

 
 
 
 
 
 
 
 
 
 
 
 
 
 
 
 
 
 
 
 
 
 
 
 
 
 

χ2 = 16.83, df = 17, p-value = .47, RMSEA = .000 

 

圖 4 模型 B 部分中介效果模型的結構模型圖（標準化解）。 

註：圖中的虛線表示由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到復原力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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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 C：完全中介效果模型 

模型 C 是一種完全中介效果模型，係

假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復原力之影響為

間接之影響，亦即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乃是

間接透過提升式希望感進而影響到復原

力。與部分中介效果模型相比，在完全中

介效果模型之中，研究者去除了正向事件

解釋風格直接影響到復原力之路徑關係，

使得完全中介效果模型更為精簡。 

模型C結構方程式模型之分析結果如

圖5所示，χ2 = 19.95，df = 18，RMSEA = .016，

p = .34，顯示理論模型與觀察資料達良好適

配。從正向事件解釋風格間接到復原力的

效果值為.44 (.60 × .73 = .44)，t 值為 6.83，

達.001 顯著水準，表示提升式希望感在正

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者完全

中介變項的角色。至於本模型中所有標準

化數值均達顯著，潛在預測變項「正向事

件解釋風格」對潛在中介變項「提升式希

望感」的解釋變異量(R2)為.36，對潛在結

果變項「復原力」的解釋變異量(R2)則

為.19。 

本研究根據理論假設提升式希望感在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著

重要的內在心理運作機制，亦即正向事件

解釋風格對個體復原力的影響，需透過提

升式希望感，才會對個體復原力之效能產

生影響。進一步，根據理論基礎與精簡適

配度指標值（如表 4 所示），進行模型 B 與

模型 C 之比較，顯示完全中介效果模型的 

 

 

 

 

 

 

 

 

 

 

 

 

 

 

 

 

χ2 = 19.95, df = 18, p-value = .34, RMSEA = .016 

 

圖 5 模型 C 完全中介效果模型的結構模型圖（標準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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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適配情形較佳。因此本研究總結指出，

圖 5 的模型 C（提升式希望感完全中介模

型，χ2 = 19.95，df = 18， RMSEA = .016， 

p = .34）是比較良好適切的模型。整體而

言，本研究結果顯示：正向事件解釋風格

會透過提升式希望感，對復原力產生間接

的影響，亦即提升式希望感在正向事件解

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扮演著完全中介變

項的角色。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茲針對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統

計考驗結果，綜合討論如下。 

（一）測量模型 

本研究自行編製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

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尚可，但組合信度

與平均變異抽取量相對較為偏低。研究者

推論可能是因為題目數較少的緣故，其測

量工具內容僅試圖瞭解與採用某些具體、

易測量的正向事件，但囿於題目數過少則

可能未必能完全符合個體的生活經驗，也

不能完全反映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此構念的

內涵，未來應進一步擴大正向事件解釋風

格測量之範疇。 

此外，經參酌之前相關文獻，Abram- 

son、Alloy 與 Metalsky (1989)以及 Peterson 

(1991)的研究結果均發現，解釋風格對於

內在原因（個別性）的預測不如對於穩固

原因（恆久性）與普遍原因（普遍性）的

預測，而 Abramson 等人也據此提出「憂

鬱的絕望理論」(the hopelessness theory of 

depression, HT)，主張解釋風格的恆久性向

度和普遍性向度比起個別性向度，對於動

機和憂鬱有更強烈的影響，而個別性的歸

因並非是關鍵的因素，HT 理論並提出絕

望感涉及負向事件的穩定性與普遍性，希

望感則涉及正向事件的穩定性與普遍性。

另外，不同於 ASQ 量表內涵採取個別性、

恆久性與普遍性三個向度，後續由

Peterson 與 Villanova (1988)所編製的「擴

充版歸因風格問卷」(the Expanded Attribu- 

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EASQ)則嘗試將

恆久性與普通性兩個向度合併為「通則性」

向度，因此 EASQ 量表的內涵僅包括個別

性與通則性兩向度。因此，未來也可進一

步審視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的向度內涵，能更

提升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此潛在變項的內在

品質。 

（二）結構模型 

1.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於國中學習障礙

學生之復原力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 

過去某些研究曾指出悲觀解釋風格

能預測憂鬱症狀，也就是說憂鬱症狀會隨

著悲觀解釋風格而日漸增加(Golin et al., 

1981; Seligman et al., 1988)；相反地，也某

些研究認為悲觀解釋風格對憂鬱症狀並未

具有重大影響 (Bennet & Bates, 1995; 

Tiggemann, Winefiled, Winefield, & Goldney, 

1991)，而憂鬱症狀則關乎個體復原力效能

之展現，顯示悲觀解釋風格對於憂鬱症狀

或復原力之影響尚未有定論。本研究採取

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結果，則發現國中

學習障礙學生的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於其

復原力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亦即國中學

習障礙學生在面對好的事件發生時，越傾

向認為這件好事情是因為自己本身能力所

致（內在化），越傾向認為這件好事情是會

持續重複發生的（永久性），以及越傾向認

為好事情是會跨情境出現的（一般性），越

具備能彈性因應與調適壓力與逆境的情緒

回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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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式希望感可能會影響正向事件解

釋風格對復原力之負向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部分中介效果模型

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直接影響復原力」

此路徑在提升式希望感為中介變項的架構

下，其直接效果雖然未達顯著，但卻反而

由正值轉為負值，亦即在面對正向事件時

較為樂觀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有可能在

提升式希望感的運作之下，其樂觀態度卻

反而直接造成較差的情緒調適與回復能力，

此部分和傳統研究認為樂觀會帶來正向結

果，而悲觀會帶來負向結果的觀點相反，

仍值得後續深入探討。經參酌相關文獻

(Norem, 2002; Norem, & Cantor, 1986; 

Weinstein, & Klein, 1996)，推究其原因，可

能是「防衛型悲觀」或「不務實的樂觀」

的作用所產生的結果。防衛型悲觀是一種

具有正向益處的負向思維，可以透過擔心

失敗的焦慮，轉化為有助於成功的能量（李

政賢譯，2011），其可以發揮三個正向的功

能，包括：(1)先降低期望，如果結果真的

不理想，就可以減輕失敗的打擊；(2)預期

可能會有最壞的結果，就可以先行思考做

好未雨綢繆的準備；(3)不斷想像可能搞砸

的各種狀況，然後逐一做好萬全準備，並且

將焦慮轉化成為建設性的能量(Norem, & 

Chang, 2002)，因此可能會將負面思考與情

緒產生正向的結果，提高成功的機會。至

於另一個可能則是不務實樂觀的作用，因

為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樂觀解釋風格都是

有益的，樂觀解釋風格係具有個別差異與

主觀性存在，當樂觀脫離現實太遠，就有

可能讓個體未蒙其利而先反受其害，如同

Weinstein (1980)的研究指出不務實樂觀可 

 

能會使人顯著低估了個體遭遇日後生活事

件的可能性，因而影響其復原力之運作。 

3. 提升式希望感在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

復原力之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過去研究指出正向事件樂觀解釋風

格被證實擁有較少的精神病症狀，也與較

高動機、生理幸福感與較少沮喪症狀相關；

悲觀解釋風格則可能引起無希望感，連帶

造成許多沮喪症狀(Abramson et al., 1995; 

Buchanan, 1995; Jolley et al., 2006; 

Lakdawalla et al., 2007)。本研究更進一步

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對象，視學習障礙

為危險因子，提出一個復原力中介模型的

假設，設定正向事件解釋風格需透過提升

式希望感為中介變項，進而影響其復原力

效能。研究採取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分析結

果顯示，提升式希望感完全中介正向事件

解釋風格與復原力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國

中學習障礙學生在面對正向事件或成功情

境時越傾向於內在化、穩定性與一般性歸

因的樂觀解釋風格，會使其具備較高的提

升式希望感，因而進一步提升其復原力之

效能。亦即在面對好的事件時，具備樂觀

解釋風格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會擁有較高

的提升式希望感，進而完全透過提升式希

望感的影響，提升其情緒調適與復原力效

能之展現。綜而言之，本研究之理論模型

獲得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實徵資料之支持，

亦即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

復原力之結構模型理論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



˙21˙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模式驗證：以學習障礙學生為例 

感與復原力之關係。具備正向事件解釋風

格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會具有較高的提升

式希望感，進而擁有較高的復原力效能，

因此可知提升式希望感在此模式中扮演著

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過去的研究，大多僅探討樂觀與希望

感之關聯性，指出樂觀的個體也傾向於充

滿希望感(Snyder, 2000；Snyder, Rand, & 

Sigmon, 2002)。另外，也有研究探討解釋

風格與復原力之關聯性，包括指出悲觀解

釋風格與較差的情緒調適之間具有顯著負

相關(Lakdawalla et al., 2007)，以及指出樂

觀解釋風格與心理或生理健康有顯著相關，

樂觀解釋風格者的沮喪較少，善於處理壓

力，且較能有效運用正向因應策略來處理

問題，而其生理不舒服症狀也較少(Aspin- 

wall, Richter, & Hoffman III, 2002; Colligan, 

Offord, Malinchoc, Schulman, & Seligman, 

1994; Nes & Segerstrom, 2006; Scheier & 

Carver, 1993)。然而，對於正向事件解釋 

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在個體內在

影響機制的運作過程卻從未提及，因此本研

究結果發現提升式希望感的中介效果，已

可初步解釋在個體內在機制的運作過程

中，正向事件解釋風格對於復原力效能之

影響。 

根據本研究主要研究結果與結論，提

出以下建議。 

一、對特殊教育實務的建議 

（一）教導學習障礙學生正確的樂觀解釋

風格歸因再訓練課程 

正向事件解釋風格依照三個向度平

均得分之高低排列，依序為正向事件個別

性(M = 2.69)、正向事件恆久性(M = 2.52)、

正向事件普遍性(M = 2.49)，顯示國中學習

障礙學生的正向事件個別性明顯高於正向

事件恆久性與正向事件普遍性。若以四點

量表之理論中點 2.50 分為基準，研究結果

顯示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在「正向事件個別

性」向度上較傾向於「內在化」歸因。在

「正向事件恆久性」向度上較傾向於「穩

定性」歸因，在「正向事件普遍性」向度

上則略為傾向於「特定性」歸因，亦即學

習障礙學生面對正向事件時較傾向於歸因

其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出現。因此，建議

輔導工作者與特殊教育教師應藉由實施歸

因再訓練課程來改善學習障礙學生在遭遇

成功時的正向事件普遍性解釋風格，引導

學習障礙學生能將正向事件視為跨情境均

會發生，以協助導正學習障礙學生能具備

正向積極歸因之普遍性解釋風格。 

（二）提供學習障礙學生充實意志思維與

徑路思維希望之正向課程 

本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學習障礙往往被

視為是一項危險因子，但提升式希望感越高

的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其復原力效能越高，

因此提升式希望感可視為國中學習障礙學

生面對學習挫折與社交技巧缺陷時激發其

復原力效能的一項保護因子，進而建構出學

習障礙學生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交織的復

原力模型。因此在實務應用方面，為增益與

厚植提升式希望感此一保護因子，建議輔導

工作者與特殊教育教師應提供學習障礙學

生一系列能增進其意志思維之堅持強度，以

及促進徑路思維之多元思考的正向心理學

課程，並鼓勵學生在面對不確定的情況以角

色扮演或在腦中預想方式先進行練習，以增

進其意志思維希望與徑路思維希望之效能

感，進而發揮復原力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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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後續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就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所探討的變項包括正向事件

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三者，

但在本研究中並未納入負向事件解釋風格，

因此也無法去探討正向事件解釋風格與負

向事件解釋風格之關聯性與歧異性，建議

後續研究可考慮納入探討。另外，本研究

自編量表的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稍

低，可能因為量表題目數過少所致，內容

未必能夠完全符合受試者的生活經驗，也

不能完全反映三個研究變項構念之內涵，

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擴充編製量表題目的量

與質。其次，依據 Scheier 與 Carver (1992)

的研究指出天生氣質樂觀／悲觀與解釋風

格的相關約為.20，雖兩者應為不同的構念，

但因其有相關存在，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

步探討天生氣質樂觀／悲觀與解釋風格的

關係，可能會更為釐清與擴充樂觀／悲觀

理論。最後，有些研究也指出樂觀與悲觀

是雙向度（丁明潔，2003；吳相儀、林耀

南、陳學志、邱發忠、徐芝君，2008），因

此建議後續研究或許可將解釋風格區分為

樂觀解釋風格與悲觀解釋風格，或許更有

助於後續復原力之建構與理論應用。 

（二）就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僅以國中學習障礙學生

為正式樣本，研究結果亦僅能類推至類似

樣本，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擴充研究對象

之範圍，例如將國小、高中職與大專院校

等各階段別的學習障礙學生納入，使調查

對象的來源較為多樣，反應出更具連續性

的觀點，藉此也可比較不同階段別學習障

礙學生之差異情形。其次，亦可擴充至不

同類別之研究對象，例如將普通學生、資

賦優異學生、視覺障礙、聽覺障礙等各類

特殊需求學生納入，可使調查對象的來源

反應出更多元化的觀點，並可採取適當統

計方法進行跨群體之間的比較，因其正向

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感與復原力之

影響與運作可能會有些殊異，應能提升模

型的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 

（三）就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主要係採取調查研究法，以問

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研究取向偏向於量

化研究。然而若僅採取量化統計分析，對

現實情況之瞭解將囿於研究方法限制而較

為侷限，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輔以觀

察與訪談，或結合文件分析、人種誌研究

及個案研究等偏向質化之研究方法，使研

究所蒐集的資料更為深入，以補充量化研

究之不足。其次，本研究係屬橫斷性研究，

建議後續研究可採取縱貫性之研究設計，

蒐集連續縱貫性資料。若配合縱貫性研究

之實施，便可從靜態的橫斷面擴及到動態

的縱貫面，此對研究變項間長期、動態關

聯性之瞭解將有更多助益。 

（四）就模型驗證方面 

本研究因研究正式樣本之限制，並未

進行模型穩定(model stability)的驗證，亦

即缺乏「複核效化」(cross-validation)之處

理，建議後續研究可再抽取一組不同樣本

進行複核效化效度評鑑以證明模型之穩定

程度。其次，建議後續研究亦應將此達適

配的理論模型應用到不同母群體（如普通

學生、資賦優異學生）的其他樣本上，進

行模型延展(validity extension)等考驗，驗

證此模型在不同樣本族群上是否也能達到

良好適配，如果此驗證達適配，才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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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型亦可推論到其他不同

的族群。 

（五）就統計分析方面 

針對正向事件解釋風格、提升式希望

感與復原力之相關研究結果，建議後續研

究可採取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之方法， 

統整歷年來研究之次級資料結果，針對變

項間之相關情形進行分析，據以瞭解變項

彼此之間確切的相關性。其次，本研究之

變項僅針對個體層次進行探究，並未將群

體層次納入考量，建議後續研究可將群體

層次（如學校希望感）納入模型之中，採

取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ing, HLM)進行理論模型之個體層次與群

體層次的多層次模型分析，並進一步檢測

各種理論模型，以更深入分析變項間之關

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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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earlier studies, this study proposed an “explanatory style 

for good events, enhanced hope, and resilience model” on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in secondary school. This model assumed that the individual’s enhanced hope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explanatory style for good events and resilience. A total of 434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th LD i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data were analyz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fit between the collected data and pro-

posed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assumed mode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were also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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